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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超常增长是经济学教授史正富在其著作《超常增长：１９７９—２０４９的中国经济》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史正富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创造了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奇迹，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它还将继续实
现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史正富认为在未来的三十余年里，可以通过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为常
规市场注入超常购买力，以此达到建设并永续运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目的，进而预期一种回报较好的
长期投资。遵循这样的路径，史正富认为到２０４９年，中国的ＧＤＰ总量和人均ＧＤＰ均能成为世界领先国家。

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的题为《深
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

以“文明发展”解构“增长主义”

鲍宗豪　赵晓红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摘　要：“增长不等于发展”，为了“增长”而“增长”，唯ＧＤＰ总量及其以“高增长”
为特征的“增长主义”，其逻辑看似积极合理，但并不能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增长不平
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主要矛盾。中国已为“增长主义”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与社会代
价。因此，解构“增长主义”，是为了让“增长”回归合理、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保证未来
中国“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国际社会种种“去增长”思想理论及其运动对“增长主义”
的解构是不彻底的。“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的逻辑、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的解构，
对于引导中国在可持续的健康增长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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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离不开增长，没有增长也没有经济发展。但是 “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更不能包
容一切、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增长”而“增长”，唯ＧＤＰ总量及其速度的增长，是一种以“高增
长”为特征，不计“高增长”给生态与社会带来风险与危害的“增长主义”。前些年在我国不少地
区热衷追求的“唯ＧＤＰ”，在一些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那里有了新的解读，认为中国今后二三十
年，只有“超常增长”①才能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回应西方关于“中国经济崩溃论”。“超
常增长”观点看似积极合理，对中国未来愿景的描绘也令人鼓舞，但实际上仍是一种以“高增长”
为战略目标和方式的“增长主义”，是难以引导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没有
“超常增长”道路或实现“超常发展”的提法。习近平同志在２０１３年亚太经合组织上的演讲再次
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
足点。”②但是，一些经济学研究者虽然也说“超常增长”的概念，主要不是讲增长速度，而是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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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效益，能力和水平。但是，要能使中国经济在今后二十年、三十年周期持续的高速增长，
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要超常，又怎能保证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超常增长”？就实质而言，“超常增
长”是“增长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解构“增长主义”，是为了让“增长”回归合理、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保证“增长”的质量和效

益。为此，我们从分析“超常增长”的逻辑依据入手，进而实现解构的目的。认为中国经济未来
２０～３０年能“超常增长”的主要理由如下：

———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经济发
展速度一定要快。要注意：小平同志是在３０多年前讲“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经过改革
开放３０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前后３０多年中国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
化，中国今天的综合实力今非昔比，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是“贫穷”，而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如再简单地以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的思想来要求今天中国“加速”，明显脱离了当今中国
的国情。

———美国在一二百年里平均保持３％、４％的增长率；东亚四小龙五十到六十年代，增长率都
是９％。中国人均ＧＤＰ现在只有美国的２０％，因此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很大。③ 问题在于：美国
平均保持３％、４％的增长率，是一种健康增长，健康增长必然是“长寿”的、可持续的；“赶超型”的
高速增长，不仅资源、能源、社会和生态难以支撑，而且由于“赶超”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太多，全球
日益增多的突发性灾难天气，北京的暴雨和雾霾、上海的死猪和超常高温、厦门的公共汽车焚烧
等，都给“赶超”构成挑战。同时，与美国相比，虽然增长空间很大，但不一定也不可能在短时期
内“超常”地予以填补，因为美国也在发展。

———超常增长的“一个潜力就是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治理可以形成超常的购买
力，不仅从供给力方面，还有需求方面”。④ 实际上，在我国ＧＤＰ增长的统计中，一个重要缺陷是
无法统计无效的ＧＤＰ，诸如消耗生态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无质量的ＧＤＰ；现在回过来
再治理生态环境，从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我国将再投入近五万亿元治理空气、土壤，⑤再治理产生
的ＧＤＰ，是没水分的、有质量的ＧＤＰ增长吗？这种增长是有“发展”的增长吗？

———按照“收敛假说”，一个经济体的超常增长速度实际上取决于它的人均收入跟前沿国家
人均收入的差距。差距越大，赶超的潜力越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接近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与美国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还有２０～２５年的较快增长阶
段”。⑥ 我们不否认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但是，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这种差距。一是简单地从
“人均收入”相当于日本或东亚四小龙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与美国的差距，判断高增长的空间，其
中忽略了经过５０～６０年发展之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生态难以承受的增
长压力；二是据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的研究，目前中国顶层家庭
的收入是底层家庭的２０倍，资本市场将穷人口袋里的钱转移到富人的口袋”。⑦ 同时，绝大多数
人由于认为社会缺乏安全体系，对未来信心不足，所以，将钱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储蓄，不可
能更多地用于消费；没有消费的大幅增长，中国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很难形成旺盛的内需市
场，很难调整经济结构，也就难以保证“高增长”。

———如果没有８％以上的经济增幅，地方财政收入就会受影响，地方政府就无法搞建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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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中国继续超常增长的动力何在》，《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０６－２７（２）。
周振华：《中国继续超常增长的动力何在》，《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０６－２７（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２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张军：《未来３０年，中国式超常增长仍将继续》，《社会观察》，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９１－９２页。
王小鲁：《收入的真相》一文，《财新新世纪》周刊，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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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决民生问题。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总量扩张，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
租和发展重化工项目为主要特点。据专家测算，２０１２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建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的相关系数达到了６０％。贵州、甘肃与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率分别达到了５３％、４４％和
３５％，居于全国前３位。⑧ 实际上，２０１３年第二季度经济规模曾下滑到７．６％，也没有引起大规
模失业。这就要求我们思考，３０多年来一直靠政府驱动经济的模式，是否已到了必须改变的关
键时刻？让地方政府逐渐回归自己的职能，做公共财政份内的事，做好公共服务。
分析“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要强调的是：未来中国仍需持续增长，但不要“超常增长”，

更不要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将陷入种种难以摆脱的
“增长”的困境。

二、“增长主义”的“增长”困境

实际上，主张“超常增长”的学者也承认，中国未来的“超常增长”难以摆脱当今中国面临的
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的“硬约束”，这种“硬约束”也可以说是“增长主义”的现实困境。不仅如
此，“增长主义”一直面临各种理论的质疑、修正和挑战。

（一）对罗马俱乐部挑战“增长主义”的新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２０多年中，各国经济迅速增长，世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人们普遍陶醉在经济增长的成就之中。但是罗马俱乐部敏锐地觉察到了繁荣背后隐藏着的危
机，以意大利工业家奥雷利奥·佩西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在全球引起强
烈的反响；同时，也受到质疑和挑战，后来，罗马俱乐部的梅萨罗维克又提出了有机增长概念，来
修正完善。
今天再看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观点，仍有其重要价值：一是对以资本积累引导的无

限“增长”和“增长主义”，第一次作了非常彻底的批判。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全球生态危机
的深刻反思，也印证了“增长极限”观点的特有价值；二是“增长的极限”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着增长理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阿德尔曼、巴查和泰勒等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否定将经济增长作
为发展目标的思路。联合国《１９９６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情况。⑨

２００６年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理念；瑏瑠２０１１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关注增
长质量和平衡增长。与上述增长到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路径不同，以布莱克为代表的学者针对传
统发展理论的缺陷，提出用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开展发展研究，瑏瑡亨廷顿、伊斯顿和阿尔蒙德，提
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观；亨廷顿提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
自主。瑏瑢

近年来，后现代思想家对“经济学就是幸福学”的质疑，实质上也是对种种增长与“增长主
义”理论的反思。就增长的理想目标及其价值取向看，为什么常常与现实相悖？如在物质生产
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裕的“短缺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认为快乐和幸福主要依赖物质财富是很
自然的事情。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人们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正在变为现实时，“生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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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张学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五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０３－６。
联合国：《１９９６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五种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是：一是无工作的增长；二是无声的增长；三是
无情的增长；四是无根的增长；五是无未来的增长，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
取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９页。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２００６：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西里尔·Ｅ·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５页。
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性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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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收入稳定了，要让人更幸福就不太容易了”瑏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伊斯特林教授对
１９４６～１９７０年间美国资料的跨时分析而得出的“伊斯特林悖论”（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又改变了
人们对“经济学就是幸福学”的看法。实际上，无论是从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因素，或通过发展经
济、增加物质财富来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或运用各种手段与方法提高测量幸福感，由于背离
了“文明发展”的理念、价值取向和方式，都未能真正诠释影响大多数人幸福感的根本原因。几
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以“资本”为核心和本质取向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是以掠
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不文明”发展，这种“不文明”的增长速度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大多数人越
不幸福。

（二）“增长主义”的生态极限
我国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提出“多快好省”的“赶超英美”战略，结果成为“令人可笑”的

“理想主义”，并以令人痛惜的损失而告终，造成虚假的繁荣、无“发展”的增长，乃至天灾人祸。
改革开放３０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和地方政府乐于选择“赶超型战略”，但是生态和社会则
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已为“高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在融化，而

且北极的海冰也在融化。ＰＭ２．５的污染已成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个日常问题，水和
土壤的污染，更让人们担忧，乃至不知所措。近年来因雾霾、空气污染生病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２０１３年持续大规模的雾霾污染范围涉及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６
亿。瑏瑤 世卫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可致癌。２０１０年，全球２２．３万人因大气污染而致癌。瑏瑥

据悉，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２００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１４０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
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近些年以来，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大概超过２４７个，
涵盖中国大陆的２７个省份。瑏瑦 多年来，我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全国农
村还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６０％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质不达标；１．５
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１．２亿吨的农村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的环
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瑏瑧

美国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强调：“近来的迹象表明，如果我们想
避免地球灾难，就要将气温增长控制在２℃以内。２℃越来越成为地球临界点的象征。瑏瑨 因此，
我们立即开始以每年２４％的速度减少碳排放，这样，３０年后可减少一万亿吨的排放，也就可避
免全球平均气温增加２℃，可避免“生态悬崖”的出现。

（三）“增长主义”的社会代价
以“高增长”为特征的“增长主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导致社会生态的失衡、失序，

突出表现为“四个高”。
一是“高债务”。２０１３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呈爆发式增长态势。１～６月全国３０６

个城市土地出让金高达１．１３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６０％；瑏瑩地方政府卖地出现“井
喷”。一个无法绕过的原因是，随着经济增速减缓，其财政收入出现下降，如今又开始面对还债
压力。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还债高峰来临，卖地收入成为各地政府最现实、最快捷的财源。２０１２

９９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理查德·莱亚德著：《不幸福的经济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页。
《我国将建雾霾健康监测网》，《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３－１０－０８。
世卫组织认定大气污染可致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３／１０１８／１０／９ＢＦＣＢ８９Ｄ０００１４ＡＥＥ．ｈｔｍｌ．
中国癌症村地图解密，ｈｔｔｐ：／／ｅｎｖ．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２２１／ｃ１０１０－２０５５６８４８．ｈｔｍｌ．
贺军：《农村污染动摇社会根基》，《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２）。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来特·克拉克：《星球危机》，《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５８页。
周俊生：《改革土地财政制度已刻不容缓》，《每日经济新闻》，２０１３－０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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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９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１００％，最高的达１８８．９５％，再加上政
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２１９．５７％。瑐瑠

二是“高分化”。为什么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提高，在世界上排在第２
位，但近年来中国劳动者报酬占ＧＤＰ的比重偏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ＧＤＰ的比
重由２００４年的５０．７％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４４．９％。瑐瑡 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但大部分
发展成果却为少部分人享有，贫富差距在扩大？实际上，只要把握“分化”是随着“高增长”、快速
城市化而出现的一种现象，那就不难理解我们的结论：“高增长”，是造成当今中国城市“贫富分
化”的根本原因。“不协调”的 “高增长”，使一部分市民百姓被甩出“高增长”的“经济跑道”或者
说“经济圈”，被“不和谐”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边缘化”或“贫困化”，而被“边缘化”或“贫困化”的
市民百姓，在“高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已无能力、亦无机会再融入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进程，亦难以摆脱“贫困”的命运。
三是“高冲突”。在“高增长”进程中，由于改革前和改革中形成的新旧的矛盾集中爆发，社

会生态趋于紧张，加上部分媒体责任缺失，挑弄社会情绪，导致矛盾冲突多发。有的人无视公序
良俗，自我利益至上，破坏公共秩序和威胁他人安全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蔓延海外。
四是“高腐败”。主要特点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前腐后继。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局级干部

职务犯罪２　４２２人，省部级是９８人，较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分别增长４４．８％和２５．６％。这充分表明
“高增长”十年所带来的“高腐败”。相反，２００８年以来，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文明发展”道
路，腐败率在下降。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１６５　７８７
件２１８　６３９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１３　１７３人（含厅局级９５０人、省部级以上３０人）；

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７年，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１３　９２９人（其中厅局级９３０人、省部级以
上３５人）；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较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７年总的腐败率下降了５．４３％。瑐瑢

三、“去增长”能解构“增长主义”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增长主义”在受到各种质疑和抵制的同时，又面临生态与社会的困
境，如何破解？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可通过技术来平衡化石燃料导致气温上升而对星球构成的
危机。但是，研究者认为，光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梦想正在迅速破灭。因为技术解决
方案不仅要受到物理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规律的
制约。”瑐瑣

那么如何解决“资本”无限增长而将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呢？能否说服“资本积累”，限
制“资本”无限制增长？这如同要一个人停止呼吸一样困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俱乐部提出的“增
长极限”以及“零增长”的观点，在当今世界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第一届“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
会公 平 的 经 济 去 增 长 国 际 会 议”（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于２００８年在法国巴黎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二届会议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召开，并发表了《巴塞罗那去增长宣言》。第三届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意大利的威尼斯
召开，且声势越来越大。前后三届国际会议，基本上反映了近六年来国际社会以“去增长”（或
“零增长”）运动破解“增长主义”、保护生态和社会公平的努力。

００１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国家审计署２０１３年第２４号公告：３６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社科院报告称劳动者报酬占 ＧＤＰ比重偏低影响消费》，《北京晨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２／１２１９／０２／

８Ｊ２９２ＬＡＴ０００１１２４Ｊ．ｈｔｍｌ．
以上数据参见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来特·克拉克，张永红：《星球危机》，《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５９页。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鲍宗豪，等　以“文明发展”解构“增长主义”

（一）“去增长”对“增长主义”的解构
近六年来，“去增长”的主要工作和观点是：

１．发动大规模的“去增长”思想运动。２００９年，马乌罗·博纳尤蒂（Ｍａｕｒｏ　Ｂｏｎａｉｕｔｉ）以名为
“去增长”（ｄｅｇｒｏｗｔｈ）的一场大规模思想运动为基础，举办“去增长”专题论坛，出版了《“致力于
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去增长国际会议”论文集》，尤其是对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与“去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欧盟国家兴起了对“去增长”理念的宣传和呼吁，
剑锋直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破坏了社会和环境的意识形态（增长从本质上来讲
是有益的）与社会实践（通过调整价格机制解决问题）。瑐瑤

２．马乌罗·博纳尤蒂在《去增长：解决多重危机的复杂分析工具》（“Ｄｅｇｒｏｗｔｈ：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ｂｙ　Ｍａｕｒｏ　Ｂｏｎａｉｕｔｉ）一文中指出，“去增长”理
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积累、创新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
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各种社会不稳定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去增长”不仅
仅是一个口号，它也是“现成的政治解决方案”。

３．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经济学教授塞奇·拉图什在《左翼能摆脱经济主义吗》（“Ｃ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Ｅ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ｍ”，Ｂｙ　Ｓｅｒｇｅ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一文中认为，“去增长”必须改变经济学在社会科
学中的主要地位，否则自发增长的技术系统必然会脱离控制，把人类带入绝境。

４．肯尼亚的社会活动家特里萨·特纳、利·布朗希尔和瓦胡·卡拉（Ｗａｈｕ　Ｋａａｒａ）在《去增
长？“消除异化”又会如何？》（“Ｄｅ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ｍｅ ‘Ｄｅ－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ｂｙ　Ｌｅｉｇｈ
Ｂｒｏｗｎｈｉｌｌ，Ｔｅｒｉｓａ　Ｅ．Ｔｕｒｎｅｒ　＆ Ｗａｈｕ　Ｋａａｒａ）一文中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
是人民在生产、消费、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然界中“消除异化”（即消除“资本异化”）的力量。

５．美国霍华德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大卫·施瓦茨曼在《对去增长及其政治的批判》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Ｄｅ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ｍａｎ）一文中指出：“去增长”的支
持者博纳尤蒂和拉图什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对如何取代它却没有明确的见解。施
瓦茨曼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案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瑐瑥

（二）“去增长”对“增长主义”解构了什么？
“去增长”对“增长主义”解构有三：一是解构的目标明确，针对资本的无限增长需求，剑锋直

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二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各
种社会不稳定和冲突，要求民众必须关注“去增长”；“去增长”不仅是口号，也是“政治解决方
案”；三是从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到“去增长国际会议”和欧盟国家对“去增长”的宣传及
其思想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但是，“去增长”运动对“增长主义”的解构是不彻底的，原因有二：一是西方学者的“去增长”

思想理论本身很完整，也较透彻，但是，这些理论包括政策建议大多停留于“思想”或“理论”，并
未进入“去资本无限增长”的制度设计或安排；二是生态社会主义、女性生态主义及其种种运动，
虽然锋芒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要推翻资本主义，破解“资本无限增长”的难题，实际上也是
在目前资本主义能包容的范围内开展对资本增长的机制及其思想运动，也只是孙悟空在如来佛
手掌中“翻跟头”而已。

１０１

瑐瑤

瑐瑥

赛德著，王维平、张娜娜编译：《“经济”与“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

９６－９８页。
赛德著，王维平、张娜娜编译：《“经济”与“增长”、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

９９－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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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的解构

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也离不开“货币资本”的积累，社会主义在引入“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
长的市场机制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以“高增长”为特征
的“增长主义”内蕴的资本逻辑，已在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要发挥
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以“文明发展”解构
“增长主义”。

（一）“文明发展”对 “增长主义”逻辑的解构
如前所述，以高增长为核心的“增长主义”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的“资本无限积累”为基础

的。难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认为，至今为止，位于全球主导
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沃勒斯坦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也不
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能在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他在“南方谈话”中更深刻地揭示

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发表２０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
性的成就，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在逐步展现。当前，我国的ＧＤＰ总量已经
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二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形成。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
情、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
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然而，社会主义要富裕、要增长、要发展生产力，但并不是富裕了、生产力发展了就是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差异是将建设公平、公正、文明幸福的社会作为最根本意
义上的价值取向，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点上
都是一致的，它们都要建立人人公平、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是
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离开这一基本理念去谈“增长”，去谈富裕，去谈生产力发展，必然会丢
弃社会主义的本质，背离社会主义的初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包
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号称要追求建设公平、幸福的社会，但只有社会主义
国家能够将之付诸实践，能够通过制度安排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文明发展的提出，正是基于这
样的考虑。
文明发展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昭示着中国政府对未来发展的宏观思索和实践把握，它不仅

仅是一种发展理念，更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一种发展路径的选择。文明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
包容性的发展，它所指向的是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是一种系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其中，生产发展是基础，生活富裕是目的，生态协调是保障，三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事实上，也唯有走生产协调、生活富裕、生态平衡的文明发展道路，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公正、和
谐、幸福、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说“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回答

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文明发展”则回答了如何可持续增长，可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本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发展”不仅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夯实了社
会主义的基础，而且回应了“增长方式”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断言，解构了增长主义唯“资本”为大，
唯“资本”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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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中“见物不见人”价值取向的解构
唯ＧＤＰ的增长主义，其价值取向是“货币资本”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即“见物不见

人”的增长，结果导致增长质量、增长效益的缺失，导致发展中价值理性的缺场和失语，由此产生
了种种增长悖论，增长困境。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
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
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
失了方向。”瑐瑦

“文明发展”不仅要做到生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的协调，而且始终要明确“为谁发展”？
“为何发展”？将“以人为本”作为“文明发展”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要求引导和规范“资本增
长”，保障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并负
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瑐瑧 孙中山先生强调的“发展文明”应为人民谋幸福，不仅将是否“为人民
谋幸福”作为检验发展文明与不文明的标准，而且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与当前
中国政府提出的文明发展一脉相承，所指向的正是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文明发展”，以
“人的幸福”为本的“文明发展”。这就使得发展实现了为了人、朝向人的合理回归，解构了“增长
主义”中盛行的“见物不见人”的不合理价值取向。

（三）“文明发展”对“增长主义”评价尺度的解构
唯ＧＤＰ论是增长主义的主要特征，习近平同志强调，今后不以ＧＤＰ论英雄。那么，随之而

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评价“增长”和“发展”的绩效？文明发展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经济增长、否
定ＧＤＰ的基础性作用，而是要打破ＧＤＰ迷信，不再将ＧＤＰ作为唯一的、独断的评价尺度。
文明发展的评价尺度是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有机统一，贯穿于文明发展的目的、过程和

结果之中。它与不文明、不科学、不持续、不公平、非理性、野蛮发展（包含一部分人依靠剥削另
一部分人的发展）相对立。只有当“以人为本”的“文明发展”，在发展目的、发展过程、发展结果
中都能得到充分体现，才可以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文明的，才能真正为该地区、该国
家人民的幸福奠定基石。因此“文明发展”作为一种评价尺度，它强调发展目的、发展过程、发展
结果“三位一体”的文明，它是对“增长主义”以经济上的“高增长”为最高目的和评价尺度的
解构。
一是发展目的的文明。以全体人民和整个人类的福祉为本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所以

强调发展目的的文明就是必须以全体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为最终追求，而不是以牺牲部分
人的发展为代价而获得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目的。
二是发展过程的文明。发展过程的文明，不仅仅是发展起点的文明，也不是发展的某一阶

段、某一部分或方面的文明，它突出的是发展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文明。
三是发展结果的文明。发展结果的文明主要体现在发展成果如何分享。发展成果不仅要

在当代人之间进行分配，同时要在继承前人财富的基础上，在当代与后代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与享用。如果由于部分人的发展造成了另一部分人发展权益的丧失和发展阻碍，如果一味追求
经济增长速度，轻视增长质量和效益，无视生态环境，采取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必然导致不文
明发展，必然扭曲发展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产生发展不文明不幸福的感受与评价。
当然，文明发展作为一种评价尺度，自然不能停留于对“增长主义”的理论解构，而且要努力

通过构建“幸福指数”、“文明发展指数”等新型评价体系，综合主客观双方面的因素，“集约式”地
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集约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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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绩效。
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不丹国王率先提出了

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指标。美国著
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４日在巴黎发布 “幸福指数”的测试系统，该幸福指数涉及的１１个因素依次为：收
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
条件的整体满意度。２０１２年，联合国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政
府提出了幸福指数、文明指数、文明进步指数等评价指标并付诸实践，国家统计局等政府部门也
正在致力于在前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更加科学、完备的幸福指数、和谐指数、文明发展指
数等，这也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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